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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领导优势使用的内涵、形成与多层次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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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和高速变化的商业环境, 企业亟需构建以人为本、以优势为核心的人力资

源管理新模式。领导优势使用研究虽取得一些研究进展, 但其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其前因后果仍未

进行充分探讨。本研究将对领导优势使用的概念内涵、形成机制和多层次影响机制进行全面探讨。首先, 本

研究基于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 挖掘领导优势使用的独特内涵、结构并开发本土化测量工具。其次, 采

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系统解构组织、领导者和追随者多个层面的因素的组态效应对领导优势使用的影响, 

对其前因机制形成多层次理解。接下来, 采用经验取样法, 追踪分析领导优势使用→自我反馈→效能提升→下

一阶段领导优势使用这一演变过程, 更全面地揭示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最后, 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 

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和个体层面关键工作产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揭示其在组织“用好人才”与“留住

人才”过程中的有效性, 构建领导优势使用的多层次影响效应框架。本研究对领导优势使用的理论体系做出有

力拓展, 为领导力本土化研究贡献新见解, 同时也为企业构建以优势为核心的人才管理新模式提供决策借鉴。 

关键词  领导优势使用, 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 积极团队过程, 人才管理,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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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数字

经济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各类组织的转

型升级和结构变革, 在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 也

使全球经济面临新的挑战 (张志学  等 , 2024; 

Anthony et al., 2023)。一方面, 新经济时代为组织

带来更尖端的技术、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和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另一方面, 新技术的兴

起使得传统的组织生产模式、管理实践及个体工

作模式和稳定性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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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改进人才管理和发展的模式提高国际竞

争力是我国企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Lanvin & 

Monteiro, 2023)。解决企业面临的人才管理和发展

挑战不仅是提升企业适应力和创新能力的必经之

路, 也是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为

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党

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 并指出要完

善人才战略布局, 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 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数字经济时代, 人才是帮助

组织更好地适应变化、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的核

心战略资源(谢小云 等, 2021), 如何培养、用好和

留住人才是我国企业提升竞争力和赋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尽管我国现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人才自

主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赵曙明 等, 2023), 但倾向于“补短板”的传统管

理策略在释放人才活力、促进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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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现人力资本跃升方面显得力有未逮。这是因

为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心理学、组织行为

学重点关注问题行为和功能失调性心理状态的传

统一致, 倾向于采取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纠正

员工工作态度、弥补短板劣势和提升绩效表现 , 

相对忽略了对个体优势的识别、开发和利用(林新

奇, 丁贺, 2018; Hai & Park, 2024a); 这也是导致

企业中“大材小用”现象突出的原因之一(张建平 

等, 2023), 成为企业用好和留住人才的限制性症

结。为了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当前的研究

者和管理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开发员工优势和激活

员工优势使用(即, 员工在工作中主动发挥其优势

的行为)上, 并发现这是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工作

意义感和创造力的重要途径(Moore et al., 2023; 

Mubashar & Harzer, 2023; van Woerkom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5)。因此, 将优势理论应用

于组织管理实践是帮助企业释放人力资源效能的

有益尝试。但是, 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员

工因担心“行高于人, 众必非之”或“功高盖主”而

拒绝优势使用(易明 等, 2021)以及领导者因担忧

权威和地位的威胁而不愿意支持下属的优势使用

(Jiang et al., 2022), 是限制人才优势使用的有形

或无形障碍。 

领导优势使用为我们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一

个突破口, 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构念。领导优

势使用指领导者在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 , 

鼓励和激发下属发挥优势, 并通过协调下属的优

势实现团队成员优势互补以促进组织与员工协同

发展的行为模式。一方面, 领导优势使用凸显了

组织对领导者、员工及团队优势的重视, 有助于

管理者反思和重新理解人才的本质, 进而更加尊

重和发挥人才的独特价值(Di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3)。另一方面, 领导优势使用为员工个人

优势转化为团队和组织的优势提供了有效途径

(Hai & Park, 2025), 是激发员工活力和热情、充分

施展个人才能的关键因素, 使员工可以真正在工

作中“唱主角”和“挑大梁”。因此, 领导优势使用切

中了当前组织人才管理实践的弊病, 对于转变“补

短板”的传统人才管理方式, 构建全面、可持续的

人才发展和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前景。但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领导优势使用的相关研究处

于初步探索阶段, 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 在探索领导优势使用对我国组织管理

实践的影响时, 有必要深入理解其在我国特有的

组织文化情境和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内涵和结

构。当前学者们主要基于西方学者发展的优势使

用研究(Di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3), 从领

导行为或追随者视角探讨了领导优势使用这一构

念, 基于此, 理解领导优势使用的跨文化适用性

具有重要意义; 但现有研究对于本土组织情境下

领导优势使用的概念内涵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 , 

限制了当前研究有效地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我

国特色组织管理实践。第二, 鲜有文献对领导优

势使用驱动因素进行理论或实证探索, 使得当前

研究对于激发和维持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尚

未明晰, 这导致我们难以为组织培养和提升领导

优势使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干预策略。第三, 现有

研究对领导优势使用影响效应的探索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仅聚焦在员工层面工作态度和行为绩效

的短期影响效果上, 且研究内容较为分散, 不利

于全面认识领导优势使用在组织内的系统性影

响。鉴于此, 有必要采用多层次的研究视角系统

地揭示组织中领导优势使用在“用好人才”和“留

住人才”方面的有效性 , 并厘清其内在机制和边

界条件。 

基于以上理论局限和实践难题, 本研究聚焦

领导优势使用这一兼具理论延展价值和实践紧迫

性的研究领域, 综合运用扎根理论、模糊集定性

比 较 分 析 法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和经验取样法等科学研究方法 , 

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新经济时代背景下领导

优势使用的本土化概念内涵和结构是什么？(2)有

效培养、促进和维持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是

什么？(3)领导优势使用在组织“用好人才”和“留

住人才”过程中的影响效果如何？其内在机制和

适用情境又是什么？对上述研究问题的积极探索, 

有望为我国组织情境下领导优势使用的独特内涵

结构和动态复杂过程贡献新见解, 并建立整合性

和可推广性强的领导优势使用理论体系, 有力拓

展我国本土领导研究, 同时也为我国企业构建以

优势为核心的人才管理模式、建设高素质人才队

伍提供全局式的理论指引和决策参考。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领导优势使用的概念内涵 

领导优势使用(leader strengths use)起源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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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理论, 是积极心理学和领导力学科交叉领域的

新兴概念。根据优势理论(Bakker & van Woerkom, 

2018), 个体都拥有独特的优势, 当个体在工作中

使用优势时 , 会觉得自己在“做正确且有意义的

事”, 并带来工作效率、创造力和幸福感的提升

(Bakker et al., 2019; Gürbüz et al., 2025; Moore et al., 

2023; Mubashar & Harzer, 2023; Zhang et al., 

2025)。随着对优势使用的探讨与研究不断深入, 

研究者们尝试将优势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和

领导力研究之中, 领导优势使用就是在新经济时代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领导风格(Breevaart et al., 

2025; Di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3)。 

现有领导优势使用研究大多从领导行为和追

随者视角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探讨。Burkus (2011)

最早提出领导优势使用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领

导者通过识别和开发员工的优势来提高组织效率

和促进组织成功, 但是仅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

随后, Ding 等(2020)基于领导行为视角, 认为优势

型领导力是一种致力于推动自身以及下属的优势

识别、开发和使用的领导风格, 并提出两维度领

导优势使用行为, 即领导者自身优势使用和下属

优势使用支持。其次, Wang 等(2023)基于追随者

视角, 将领导优势使用定义为下属感知到领导在

多大程度上支持优势识别和优势使用, 并开发了

单一维度的领导优势使用测量工具。 

本研究提出的领导优势使用构念, 是对传统

领导力研究的发展和补充, 与已有领导力构念存

在明确区别(Ding et al., 2020; Matsuo, 2022)。当前

优势型领导力研究虽发展迅速, 然其操作化存有

分歧, 且缺乏清晰的构念边界与坚实的理论基础

(Breevaart et al., 2025)。而本研究提出的领导优势

使用则尝试从领导者自身、下属及团队三者的互

动关系出发, 构建一个包含“优势榜样” (自身运

用)、“优势激活” (下属激发)与“优势协调” (团队整

合)的三维度结构。这一三维结构旨在通过提供一

种更为系统、全面的视角, 深化对领导优势使用

的理解, 并为其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实证研究提

供更为完备的测量基础。 

2.2  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话题, 领导优势使用的

定性和定量研究聚焦于概念界定及探讨其对员工

和组织的影响效应, 有关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研

究付之阙如。两项质性研究表明缺乏清晰的政策

指南与技能培训将阻碍领导者的优势管理实践 ; 

反之, 当组织提供系统性支持时, 领导者的优势

使用行为才得以有效激发与落实(Kersten et al., 

2025; Tobias et al., 2025)。仅少量实证研究探索了

组织环境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对个体优势使用的

驱动作用, 如, van Woerkom 等(2016)认为, 当个

体感知到组织的管理实践支持他们在工作中发挥

优势时, 他们更有动力且无所顾忌地去开发和使

用自身优势 , 从而高效完成任务目标。Chen 等

(2021)发现优势使用受到个体主动性的影响 , 高

主动性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工作中主动创造机会发

挥自身优势, 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危

机。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个体优势使用的动

因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但需指出的是, 领

导优势使用作为一种领导风格, 涉及到动态的社

会影响过程以及与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其形

成机制可能比个体优势使用更为复杂。 

2.3  领导优势使用的后效 

目前对领导优势使用的结果变量研究主要集

中于探讨其对员工情感体验、职业发展和绩效行

为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在情感体验方面, 学者们

发现领导优势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幸福感相关指标。

例如, 其对下属工作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 且这一

积极影响在高工作压力情境下更强 (Ding et al., 

2020)。此外, 它还能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和需求

的满足(Ghielen et al., 2018)。在职业发展方面, 多

项研究表明, 基于优势的管理方法对个人成长和

职 业 发 展 大 有 裨 益 (Meyers et al., 2015; van 

Woerkom et al., 2016; van Woerkom & Kroon, 

2020)。如, Matsuo (2022)发现下属在领导优势使

用的影响下更有可能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方

向、按照真实的自我行事, 进而增强其感知可雇

佣性和职业满意度。还有学者发现对新员工进行

为期六个月的优势干预能显著提升其工作满意

度、组织认同感与职业幸福感(Cable et al., 2013)。

最后, 在绩效行为方面, 关于领导优势使用和员

工任务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Ding et al., 2020; Hai & Park, 2025)。Wang 等

(2023)通过多阶段、多来源实证数据指出, 领导优

势使用能够显著提高下属的工作投入水平, 使下

属积极、持续地投身于工作角色和任务中, 从而

对下属任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综上, 目前对领

导优势使用后果的研究较为有限, 主要集中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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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近端结果的探讨, 而对其如何通过具体机制

影响员工及团队整体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 

2.4  文献述评 

自领导优势使用这一概念提出以来, 受到了

学术界和组织管理实践的关注和重视。现有研究

围绕领导优势使用的概念内涵和影响效应进行了

有益探讨, 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尽

管如此, 领导优势使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首先, 需要扎根我国本土情境并结合新经济

时代背景下复杂多变的工作模式对领导优势使用

的内涵和结构进行完善和拓展。回顾文献可知 , 

研究者们(Di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3)主要

基于西方学者的优势使用研究探讨领导优势使用

这一构念, 其内涵和结构未必适配于强调集体主

义、“中庸”和“谦逊”的我国组织情境。此外, 基于

团队的工作模式已成为数智时代下组织的核心特

征(刘贝妮, 张志学, 2023), 领导在管理活动中不

仅要考虑如何有效激发优势使用 , 而且还要识

别、协调团队成员的独特优势以促进团队高效运

作(Meyers et al., 2023; van Woerkom et al., 2022)。

因此, 如何根植于我国本土情境解析领导优势使

用现象、探讨领导优势使用的内涵结构并开发本

土化测量工具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其次, 需要从复杂和动态的视角深入探讨领

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现有文献多集中考察领

导优势使用对个体和组织的潜在影响, 关于领导

优势使用影响因素的探讨极其匮乏。为了推进领

导力研究的理论发展以及为管理实践做出有意义

的贡献 , Banks (2023)在发表于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的文章中提出了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八大

科学谜题(即, 结合实践和经验制定循证知识的一

种手段), 其中之一就包含了揭示预测因素对领导

行为的影响。因此, 探讨领导风格的驱动因素和

形成机制将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发展方

向。领导优势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影响过程, 可

能受到组织、领导者和追随者等多种因素的动态影

响(张志学 等, 2016; Carton, 2022)。为了解构领导

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明晰领导优势使用的提升策

略, 有必要引入整合的理论视角、更加有效的研究

方法对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因予以系统考察。 

第三, 需要深入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与

个体层面工作产出的多层次影响效应及作用机

制。已有文献对领导优势使用影响作用的考察局

限于个体层面的短期效应(Ding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3), 限制了我们对领导优势使用的多层

次、长期影响后效的理论认识。在复杂动态的组

织情境中, 如何有效管理团队、实现团队效能最

大化及保留团队优势是学者和管理者面临的重要

现实议题(尹奎 等, 2024)。因此, 探究领导优势使

用对团队和个体层面工作产出的系统性影响和作

用机制是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 学者们也呼吁

未来研究检验领导优势使用在多个层次的有效性

(Ding et al., 2023; van Woerkom et al., 2022)。但现

有研究缺乏对领导优势使用多层次影响后效的深

入探讨, 亟需建立系统性、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以

全面揭示领导优势使用在组织内的影响后效和作

用机制。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聚焦领导优势使用的结构测量、动力

机制及其多层次影响后效, 力图实现领导优势使

用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首先, 领导力社会建构

理 论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theory; 

DeRue & Ashford, 2010; Fairhurst & Grant, 2010)

指出, 领导力并非领导者个体固有的特质或行为

集合, 而是在特定工作情境中, 通过领导者与追

随者持续互动、意义赋予与共同认知而形成的社

会过程。基于此视角, 领导优势使用不仅是领导

者对自身与下属优势的有意运用, 同时也是一种

在互动中被下属感知、解释的领导实践, 因此其

内涵、维度与作用逻辑需要嵌入具体的文化土壤

与时代情境予以理解。由此出发, 本研究结合我

国本土特色和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变化的工作情境, 

探索领导优势使用的内涵结构并开发领导优势使

用的测量工具。在此基础上, 结合领导力社会建

构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探究领导优势使用的前

因组态效应, 系统地解构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

制。最后, 参照领导力过程模型, 即领导行为对下

属的影响会带来多层次的结果(Antonakis et al., 

2012; Tuncdogan et al., 2017), 进一步探讨领导优

势使用对个体及团队关键工作产出的影响机制和

边界条件, 验证领导优势使用在组织“用好人才”

和“留住人才”过程中的有效性, 并构建领导优势

使用的多层次影响后效框架。整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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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体研究框架 
 

3.1  领导优势使用的内涵维度与量表开发 

以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与优势使用相关文献

为基础, 采用扎根研究和量化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探索我国组织情境下领导优势使用的内涵和结构,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如前所

述, 现有领导优势使用文献(例如 Ding et al., 2020, 

2023; Wang et al., 2023)为我们理解领导优势使用

的内涵奠定重要基础, 但仅从领导行为视角或追

随者视角孤立地探讨其内涵和结构存在局限之处, 

且领导优势使用的内容还需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和

新时代背景下变化的工作模式进行扩展和完善。 

根据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DeRue & Ashford, 

2010; Fairhurst & Grant, 2010), 领导优势使用不

仅体现为领导者对自身优势和下属优势的主观运

用, 更是一种在互动过程中被下属感知、解释并

不断强化或弱化的领导实践。因此, 其内涵界定、

维度划分与作用逻辑有必要嵌入具体的文化土壤

与时代情境加以理解。例如, 从中国特有组织文

化情境来看, 组织管理实践深受集体主义导向、

高权力距离文化与“知人善任”等传统管理智慧的

影响(Kirkman et al., 2009), 领导行为往往需要在

“权威示范”与“团队和谐”之间取得平衡, 下属对领

导行为的评价也更加注重情感认同与价值契合。 

从新经济时代背景来看, 数字化转型、平台

型组织兴起、跨界协作常态化以及灵活用工模式

的普及, 正在持续重塑组织的任务形态与团队结

构。相较于传统组织中以标准化、流程化为特征

的管理方式, 新经济时代的组织更依赖成员的差

异化优势、创新能力与协同效率, 这也对领导者

如何识别、激活并整合成员优势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结合领导优势使用文献、实践观察及初步

调研结果, 本研究初步认为领导优势使用是一个

包含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等内容的多

维度构念。 

(1)优势榜样 

在团队工作中 , 领导者可以是一位“优势使

用者”, 即领导者通过识别、开发和使用自身优势

完成管理和任务目标。在权力距离相对较高的我

国组织情境中(Kirkman et al., 2009), 领导者拥有

更高的地位、权威和更多的资源分配权, 下属更

倾向于尊重领导权威、模仿和学习领导的行为模

式。因此, 领导者主动采取的优势使用行为可能

通过角色榜样(role model)的方式塑造下属的行为

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优势与优势使用有明确的

区别: 优势强调的是优势的拥有和识别, 而优势

使用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身所具备的优

势(Moore et al., 2023)。例如, 某位领导者非常有

创造力但几乎不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或没有机会

使用创造力, 这种优势给他或她带来的益处相对

有限; 另外一位领导者具有创造力并且经常在工

作中利用其创造力去制定计划和推进项目, 他或

她能够凭借自身优势取得更高的管理成效。 

(2)优势激活 

领导者可以是一位“优势激发者”, 即领导者

以下属优势为中心, 鼓励和支持下属在工作中识

别、开发和使用优势(Wang et al., 2023)。为了激

活下属的优势使用 , 领导者可采取有效方法(如 , 

正式沟通或提供反馈意见)帮助下属清晰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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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优势、开发其优势才能, 并在具体工作中鼓

励下属发挥自身优势去搜集信息、改进流程和应

对挑战。激发下属优势使用不仅能够提升下属的

工作意义感和幸福感(Bakker et al., 2019), 而且可

以增强主动性和生产力, 实现员工与组织的协同

发 展 (Hai & Park, 2025; Mubashar & Harzer, 

2023)。更为重要的是, 领导的优势激活为下属充

分施展才华构建了支持型的心理氛围, 有助于打

消下属对于优势使用可能带来“出风头”或“木秀于

林, 风必摧之”等负面评价的担忧, 使下属可以充

分发挥优势才能, 促进团队和组织目标的实现。 

(3)优势协调 

领导者还可以是一位“优势协调者”, 即领导

者根据不同下属的独特优势进行任务安排、活动

协调和目标设定, 实现团队优势互补和效能最大

化。团队成员通常各有所长, 有人擅长规划, 有人

极具创造力, 有人擅长沟通, 有人善于执行。因此, 

优势协调对于团队高效运作极其重要, 而不合适

的人员配置易造成优势人才资源的损耗。善于使

用和协调下属优势、充分发挥团队效能也是评估

高效领导力的一个关键标准(Bakker et al., 2019; 

Rath & Conchie, 2008)。在团队工作模式日益普及

的新时代背景下, 识别团队成员的独特优势和价

值、促进团队合力协作对于组织和管理者而言愈

发重要(Meyers et al., 2023; van Woerkom et al., 

2022)。据此, 领导者的优势协调可能是实现团队

成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讨论, 本研究将领导优势使用定义

为“在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优势榜样的同时, 

鼓励和激发下属优势使用, 并通过协调下属优势

实现团队优势互补以促进组织与员工协同发展的

领导风格”。本研究提出的领导优势使用的三个维

度分别聚焦于领导者自身示范、下属潜能开发和

团队优势整合, 共同构成了从自我管理到人际激

发再到系统协同的完整领导行为体系。基于此 ,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 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是中

国情境下领导优势使用的核心维度。 

为了明晰本研究提出的领导优势使用构念在

领导力研究中的独特性和必要性, 本研究选取相

关的几种领导风格(如领导谦逊行为、授权型领导

力和服务型领导力等)进行概念区分。首先, 谦逊

领导对新想法和意见持开放的态度, 能够承认并

欣赏他人的优势和贡献(Owens & Hekman, 2012); 

相比之下, 领导优势使用更为关注下属的优势才

能, 而且重视开发和利用团队成员的优势, 以达

到优势效能最大化的目的。其次, 授权型领导主

动与下属分享权力, 鼓励下属参与决策, 允许下

属在任务进程中自我管理和自我领导 (Zhang & 

Bartol, 2010); 与之相比, 领导优势使用并非以权

力分享为重心, 而是以下属优势为导向, 根据不

同下属的独特优势进行任务和职责分配, 为下属

优势使用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最后, 服务型

领导将“服务他人”放在首要位置, 关心下属的需

求和发展, 强调超越个人利益和服务多方利益相

关者(Liden et al., 2008, 2015); 领导优势使用同样

重视下属的成长, 但并不是致力于成为“服务者”, 

而是通过激活下属优势使用和协调团队优势等方

式为组织及团队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 

此外, 现有领导优势使用的文献虽已初具雏

形, 但其构念边界与结构仍存在难以忽视的理论

局限(例如 Ding et al., 2020, 2023; Matsuo, 2022; 

Wang et al., 2023)。首先, 现有领导优势使用的构

念大多将领导者简化为下属优势使用的支持者

(例如 Matsuo, 2022; Wang et al., 2023), 而忽视了

领导者作为团队核心, 其自身行为在塑造下属认

知与行为中的示范作用。现有领导力研究借鉴社

会学习理论, 发现领导通过向下属展示规范性行

为并以身作则, 才能对下属产生真实而持久的积

极影响(例如 Ogunfowora, 2014; Ogunfowora et al., 

2021)。因此, 在优势使用情境中, 领导者如何识

别并运用其自身优势 , 构成了下属理解“优势是

否重要、是否值得投入”的关键参照。本研究提出

“优势榜样”这一维度是对现有领导优势使用研究

的重要补充。 

其次, 现有关于领导优势使用的研究多停留

在个体层面, 然而组织绩效往往需要通过团队运

作得以实现, 且个体优势并非独立发挥作用, 而

是嵌入于团队互动之中; 同时, 团队成员优势之

间的契合与协同并非自然发生, 需要通过有意识

的引导与协调。因此, 领导者如何使用和协调团

队成员的优势对于理解组织中的优势使用至关重

要。最后, 不同于既往文献将领导优势使用视为

被动的下属优势支持或团队优势使用的自发涌现

(例如 Meyers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3), 本研

究立足于能动性视角, 强调领导优势使用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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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主动作为优势榜样、主动识别和激活下属优

势、及协调团队成员的优势作用于团队的整体性

领导过程, 为理解组织中优势使用提供了更具解

释力的概念框架。 

综上, 本研究提出的领导优势使用与其他领

导风格及同类概念存在明确的区别, 可以为领导

力理论贡献新的内容, 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究。因

此,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整合现有工

具 , 开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领导优势使用量表 , 

对推动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2  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 

根据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DeRue & Ashford, 

2010; Fairhurst & Grant, 2010), 领导力通常产生

于复杂动态的系统之中, 是组织、领导和追随者

层面的多个元素相互依赖和协同作用的结果。然

而, 探讨领导力特别是领导优势使用涌现和演变

过程的研究十分匮乏(Banks, 2023), 导致我们对

于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源缺乏系统且深入的理解, 

难以为组织提高领导效能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和

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鉴于此, 本研究首先基于

领导力社会建构理论,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法, 将组织、领导者和追随者多个层面的元素纳

入整合模型之中, 系统解构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

组态。此外 , 本研究采用周频次经验取样法

(weekly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追踪分析领

导优势使用→自我反馈→效能提升→下一阶段领

导优势使用这一演变过程, 更全面地揭示领导优

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 提出培养和提升领导优

势使用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3.2.1  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组态效应研究 

为了在复杂多变的组织环境中解析领导优势

使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社会建构理

论 (DeRue & Ashford, 2010; Fairhurst & Grant, 

2010), 系统性考察了影响领导行为的组织、领导

与追随者 3 个层面的关键因素(Tuncdogan et al., 

2017)。其中, 在组织因素方面, 发展型人力资源

管理实践通过传递重视成长、学习与优势发展的

规范信号, 为领导优势使用提供资源支持(唐春勇 

等, 2021; Kuvaas, 2008)。其“以人为本、关注潜能”

的理念与领导优势使用的行为导向高度一致, 因

而纳入考察。其次, 根据 Tuncdogan 等人的观点, 

领导行为前因的个人差异主要包含领导者的内隐

信 念 、 人 格 特 质 、 以 及 知 识 经 验 三 个 维 度

(Tuncdogan et al., 2017)。内隐信念(如实体论−渐

变论)决定领导是否倾向于相信下属潜力是可以

变化的; 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领导更倾向于主动

识别、激活与协调下属优势 (Bateman & Crant, 

1993; Chiu et al., 2023); 优势知识则为领导提供

识别、匹配和协调优势的认知基础 (Govindji & 

Linley, 2007)。最后, 在追随者因素方面, 领导优

势使用依赖其与下属日常互动中形成的主观判

断。感知下属能力反映了领导在日常互动中对下

属智力、技能与执行力的主观判断(Fiske et al., 

2007)。更重要的是, 感知下属能力有助于领导及

时发现团队中是否存在人岗不匹配、能力未显化

等问题。因此, 感知下属能力可能是领导优势使

用的重要前因变量。 

(1)组织因素 

发 展 型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实 践 (developmental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指组织为实现组织与员

工协同发展而有计划地实施专注于员工潜力开发

与可持续职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实践系统(唐春勇 

等, 2021; Kuvaas, 2008)。区别于以往高承诺、高

绩效和参与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发展型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将员工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雇员”, 

其战略目标是通过对工作设计、多元培训和发展

评估等管理实践进行有机整合, 以促进员工长期

职业发展和构建组织可持续竞争优势(唐春勇 等, 

2023; Yang et al., 2025)。因此,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传递的协同发展理念可能对领导优势使用

具有积极影响。此外,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不仅可以帮助领导培养自身和下属长期职业发展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使领导在团队中重视优势的

识别和开发, 而且为领导充分发挥下属的优势才

能、激活下属内驱力提供平台和资源支持。在此

情境下, 领导更有能力和意愿做出以优势为导向

的任务分配, 实现团队的优势协同。据此, 本研究

提出: 

命题 2: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领

导优势使用(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的构

建提供重要情境依托。 

(2)领导因素 

领导渐变论(leaders’ incremental theory of the 

self)指的是领导者对人的基本特性(如个体特质和

优势、智力和品德等)及周围事物可变性的认知和

信念, 对领导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具有深刻影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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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耘, 傅小兰, 2003; Dweck, 1999)。持有渐变论的

领导者深信优势是可通过努力与策略发展的, 因

此他们不仅会主动识别与开发自身优势, 更会有

意识地在团队中公开呈现自身优势的培养、运用

与调整过程 , 形成榜样示范作用 (Wang et al., 

2018)。此外 , 他们较少进行竞争性的社会比较 , 

对下属的才能和优势持开放和欣赏的态度(Wang 

et al., 2018), 因而更有可能根据下属独特的优势

进行任务分配和鼓励下属发挥自身优势以完成任

务目标。渐变论者还认为, 团体内成员之间具有

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和较低的同质性, 并更善于利

用更全面的信息做出判断 ( 王墨耘 , 傅小兰 , 

2003)。这种认知倾向使他们主动关注下属多样化

的行为模式、思维视角与技能的最优组合, 为团队

优势协调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 领导渐变论对于

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具有促进作用。 

领导主动性人格(leaders’ proactive personality)

指领导者不受环境约束而主动采取一系列行为和

措施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和改变的人格倾向

(Bateman & Crant, 1993)。拥有主动性人格的领导

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发挥自身和团队的优势资源 , 

因为他们善于创造更多的机会协调资源和使用优

势 , 以提高领导效能并带领团队提升绩效产出 , 

为下属提供一个可学习的榜样(Lam et al., 2018)。

此外, 拥有主动性人格的领导者更可能会根据现

有任务, 主动识别下属优势并为其创造机会以完

成团队绩效(Chiu et al., 2023)。而且, 拥有主动性

人格的领导者会主动识别和协调团队成员间的优

势, 设计促进优势协作的工作机制, 以塑造一个

员工优势互补和放大的团队, 从而实现团队绩效

的最大化(Chen et al., 2021)。因此, 领导主动性人

格对于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均具有积

极影响。 

领导优势知识(leaders’ strengths knowledge)

指领导者对于个体优势才能的识别和洞察程度

(Govindji & Linley, 2007)。对自身优势拥有清晰的

了解、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够取得绩优表现的

领导者更有可能在日常工作中进行优势使用, 从

而为下属提供具体、可信的优势榜样 (Zhang & 

Chen, 2018)。此外, 具备高水平优势知识的领导

者能够精准识别下属的潜能与特长, 并据此进行

精确的任务匹配与资源支持, 从而有效激活下属

的优势行为(林新奇, 丁贺, 2018; Bakker & van 

Woerkom, 2018)。具备高水平优势知识的领导者

还更有可能理解下属间的优势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从 而 在 分 工 与 协 作 中 进 行 合 理 的 协 调 。

Buckingham (2010)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人在

工作中没有使用他们的优势, 仅有 17%的人们报

告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导致这种

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不能很好地识别自己的优

势。因此, 领导优势知识是影响领导发挥优势榜

样、优势识别和优势协调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  

命题 3a: 领导渐变论可能对领导优势使用具

有积极影响。 

命题 3b: 领导主动性人格对领导优势使用具

有积极影响。 

命题 3c: 领导优势知识对领导优势使用具有

积极影响。 

(3)追随者因素 

感知下属能力(perceived follower competence)

指领导者对下属智力、技能和效率等方面的判断, 

衡量下属能否采取有效行动完成目标(Fiske et al., 

2007)。具有较高能力的下属通常会表现出更高的

目标承诺和更出色的绩效水平, 而且更有可能主

动承担责任、完成领导的任务安排, 对领导的资

源投入作出积极回报(Lin et al., 2019)。此外, 领导

更有可能看到较高能力下属的优势和才能, 并对

其进行资源投资, 为下属提供与其优势匹配的工

作岗位、充分发挥下属的能力和优势(Jia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 领导在团队任务分工时, 不仅

需要考虑下属所具备的优势, 还需要判断其当前

能力是否足以胜任相应职责。相较于一般性的任

务分配, 优势协调往往涉及差异化分工与关键职

责的重新配置, 一旦判断失误, 可能对团队整体

运作产生影响。因此, 当领导者对下属能力具有

清晰认知时, 基于优势的任务分工与协调在决策

上才具有可行性, 进而有助于领导在团队层面整

合成员优势并提升整体效能。反之, 若领导仅知

下属优势而无法判断其是否具备相应的执行能力, 

则优势协调将演变为高风险决策, 进而可能导致

团队绩效下滑。据此, 我们提出:  

命题 4: 感知下属能力对领导优势使用具有

积极影响。 

此外, 通过采用 fsQCA 分析方法, 一方面揭

示领导优势使用的演变、涌现过程中的多因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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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因素、领导因素及追随者因素)协同作用(见图

2); 另一方面 , 不同条件组合形成多条路径 , 丰

富了对领导优势使用涌现机制的理解, 揭示了实

现高水平领导优势使用的多样化路径及不同前因

条件组合所形成的协同作用机制。 

此外, 通过 fsQCA 分析还能验证哪些因素在

高水平领导优势使用的组态路径中发挥核心作用, 

为理解领导在不同组织情境与团队特征下的优势

使用行为提供了系统性解释, 同时为实践中领导

优势使用的涌现提供理论参考。 

3.2.2  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研究 

领导力研究指出, 领导行为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现象(Kelemen et al., 2020), 解读领导行为的涌

现与演变过程需要将时间变化(time variation)纳

入考虑。领导优势使用包含了一系列高效领导行

为, 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变化和浮动。因此, 在考察

多因素组态对领导优势使用的影响之后, 有必要

结合动态视角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如何对领导者自

身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提高或抑制后续的领导优势

使用, 从而揭示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演变路径。 

本研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 采用周频次经验

取样法追踪分析领导优势使用对领导心理需求、

领导工作产出及下一阶段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影响, 

深入刻画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见图 3)。领

导承诺指领导者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投入和情感

依恋(Klein et al., 2012)。高水平的领导承诺意味着

领导愿意与组织建立长期和稳定的关系, 对于组

织储备核心人才和打造高效团队至关重要; 而低

水平的领导承诺可能带来组织管理层人才的流

失、人力资源的损耗和管理效率的下降, 严重影响 

 

 
 

图 2  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组态效应模型 

 

 
 

图 3  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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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可持续发展(Babalola et al., 2023; Fan et al., 

2024)。因此, 本文将领导承诺作为衡量组织“留住

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领导有效性指领导者在领

导过程中引导内部成员实现组织目标的效率和效

果(Sauer, 2011); 领导创造力指领导者产生的关

于工作程序、服务或产品等方面的新颖且实用的

想法(Koseoglu et al., 2017)。领导有效性和领导创

造力对于释放人才活力、提高团队产出和实现组织

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Mumford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3)。鉴于此, 本文将领导有

效性和领导创造力作为衡量组织“用好人才”的关

键指标。 

(1)领导优势使用与领导心理需求满足的关系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个体自主、胜任和关系

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能够为个体心理成长、

健康和内化提供“内在养分”, 并促进内在动机和

积极行为(Ryan & Deci, 2017)。首先, 领导优势使

用包含了一系列领导者根据自身以及追随者的优

势主动开展的任务安排、管理决策和协调活动等, 

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领导者认可的工作

价值观和目标追求。追求自我认可的价值观和目

标有助于满足自主需求(Lanaj et al., 2016)。因此, 

领导优势使用行为能够促进领导自主需求的满

足。其次, 优势使用行为能够提高领导者对自身

能力的主观评估、帮助领导高效完成任务, 带来

积极的自我反馈和掌控体验(Mubashar & Harzer, 

2023), 从而促进领导胜任需求的满足。最后, 领

导优势使用通过优势榜样和优势协调等行为展

示自身的领导能力和价值 , 不仅能够增强领导

者在团队中的归属感 , 而且还能获得成员的认

可和尊重(Moore et al., 2023), 进而满足其关系

需求。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及优势使用文献, 本文

提出: 

命题 5: 在个体内层面, 领导优势使用正向

影响领导心理需求满足。 

(2)领导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 当个体心理需求得到满

足时, 会形成更多的内在动机资源, 表现出积极

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结果(Ryan & Deci, 2017)。基于

此, 本研究认为领导优势使用能够通过心理需求

的满足进一步提高领导承诺、领导有效性及领导

创造力。具体而言, 在个体内层面, 当领导者心理

需求得到满足时, 他们能够感受到所在组织的支

持和信任, 提升内部认同感, 并且会自发地在组

织中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杨陈 等, 2018)。其次, 

心理需求满足赋予领导者更高的效能感、更多的

心理资源和更强的内驱力 (林新奇  等 , 2022; 

Cerasoli et al., 2016), 从而提高领导者在管理过

程中的效率, 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最后, 自我决

定体验和心理需求满足是激发个体创造力的重要

动力来源(Amabile & Pratt, 2016)。心理需求满足

能够增强领导者开展创新工作的信心和内在动机, 

为新想法的生成和实施提供必要的心理资源, 进

而促进领导创造力(罗萍 等, 2020)。综上, 本研究

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6a: 在个体内层面,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

领导心理需求满足, 正向影响领导承诺。 

命题 6b: 在个体内层面,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

领导心理需求满足, 正向影响领导有效性。 

命题 6c: 在个体内层面,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

领导心理需求满足, 正向影响领导创造力。 

(3)领导向上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17), 个

体追求自我决定体验和满足心理需求的过程受到

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理论, 本研究认为, 

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能够调节个体内层面

的领导优势使用对心理需求满足及后续的自我决

定行为的影响。领导向上交换关系指领导者与自己

的上级领导或高层管理团队建立的交换关系, 对

领导本人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有重要影响(Li et al., 

2023; Tangirala et al., 2007)。领导向上交换关系强

调的是领导者与高层管理团队之间的相互信任、

支持和目标统一, 高质量的向上交换关系意味着

领导者更有可能从高层管理团队获取自主决策

权、预算支持和核心信息等资源(Herdman et al., 

2017; Li et al., 2023)。领导者在管理活动中开展的

优势使用行为(如, 优势榜样、优势激活和优势协调)

需要得到组织的认可、支持和授权(Mubashar & 

Harzer, 2023)。因此, 相较于低质量的向上交换关

系, 高质量的向上交换关系更有可能为领导优势

使用行为提供充足的心理资源(如, 地位认可和情

感支持)、经济和物质资源(如, 自主决策和经费支

持), 从而增强领导优势使用对领导心理需求满足

的积极影响。综上, 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

介模型, 即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调节了领

导优势使用→领导心理需求满足→领导产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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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7: 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正向调

节领导优势使用与领导心理需求满足间的关系。 

命题 8a: 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正向调

节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足影响领导

承诺的中介效应。 

命题 8b: 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正向调

节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足影响领导

有效性的中介效应。 

命题 8c: 个体间的领导向上交换关系正向调

节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足影响领导

创造力的中介效应。 

(4)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机制 

为了更全面刻画领导优势使用的动力机制 ,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过

程模型。具体而言, 在个体内层面, 领导优势使用

可以促进领导心理需求的满足并提高领导承诺、

领导有效性和领导创造力, 这一积极的自我反馈

继而对领导者下一阶段的优势使用产生积极影

响。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行为和动机间存在动态

的互惠关系, 行为的反馈是动机过程中极其重要

的一环(Foulk et al., 2019; Ryan & Deci, 2017)。Chi

等(2023)证明了个体内层面的行为和动机存在动

态增益效应, 个体主动行为可以通过满足心理需

求和改善工作投入的心理过程促进下一阶段的主

动行为, 形成螺旋上升的影响作用。鉴于此, 本研

究认为, 领导者通过优势使用行为满足自身的心

理需求, 感受到更强烈的归属感、更高水平的领

导效能和创造力后, 获得及时的积极反馈, 即优

势使用行为能够带来积极的自我体验并帮助他们

实现目标和达到理想状态。因此, 他们可能更愿

意在后续的领导活动中提升优势使用, 最终实现

领导优势使用的螺旋上升式发展。综上, 本研究

提出:  

命题 9a: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

足和领导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一阶

段的领导优势使用。 

命题 9b: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

足和领导有效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一

阶段的领导优势使用。 

命题 9c: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领导心理需求满

足和领导创造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一

阶段的领导优势使用。 

3.3  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的领导优势使用多层

次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Antonakis et al., 

2012; Tuncdogan et al., 2017), 探讨领导优势使用

对团队和个体层面关键工作产出的影响机制和边

界条件, 揭示其在组织“用好人才”与“留住人才”

过程中的有效性, 构建领导优势使用的多层次影

响效应框架。第一, 在团队层面, 采用多阶段−多

来源问卷追踪、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法, 探

讨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的一致性如

何通过积极团队过程影响团队承诺、团队任务绩

效和团队创新绩效; 第二 , 在个体层面 , 结合情

景实验和“领导−下属”配对追踪问卷 , 探究领导

优势使用影响下属组织承诺、任务绩效和创新绩

效的内在机制和适用情境。 

3.3.1  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层面工作产出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演变, 如何“留住人才”

与 “用好人才 ”已成为组织维系竞争力的关键

(Lanvin & Monteiro, 2023)。近期研究指出, 相较

于传统的“补短板”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基

于优势的管理实践 (如 , 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

势使用支持)能够更加高效地提升员工生产力、激

发人力资源效能(Ding et al., 2023; van Woerkom 

et al., 2022)。然而,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领导优势

使用的近端结果(即对员工的影响), 缺乏对团队

层面的考察, 限制了对“领导−团队”效应的探索, 

无法充分解释领导优势使用如何驱动团队发展。

为了探索“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层面工作产出的

影响, 本研究将聚焦于团队“留住人才”和“用好人

才”这两个关键维度。 

首先 , 为评估“留住人才”, 本研究采用团队

承诺作为核心指标, 即团队成员对所在团队的认

同、对团队目标的投入以及愿意留在团队的程度

(Kukenberger et al., 2015)。拥有高承诺水平的团队

更为忠诚, 重视团队的发展和成功, 并且更有动

力为集体利益持续投入(Li et al., 2018), 因此, 本

研究综合考察团队成员当下的团队承诺水平以及

更长工作周期后的团队承诺水平(半年后), 并将

其作为衡量团队“留住人才”的重要指标。其次, 团

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分别反映了团队在核心

任务中的绩效产出(Cole et al., 2008), 以及在技术、

服务及产品等方面的创新产出 (van Knipp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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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对于组织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持续生

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刘智强 等, 2023; Zhang et al., 

2022)。基于此, 本研究将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创

新绩效作为评估团队“用好人才”的核心指标。 

此外, 领导者的优势使用并非在真空中发生, 

它嵌入于更广阔的组织管理系统中。其中, 组织

优势使用支持作为一套系统性的管理实践, 指员

工感知到的组织对于个体优势识别、开发和使用

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或实践支持(Hai & Park, 

2024a; van Woerkom et al., 2016), 与领导者的个

人优势使用行为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 在具体

实践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Kilroy et al., 2023; 

Marescaux et al., 2019)。例如, 组织可以通过正式

的培训项目和奖励系统支持员工的优势使用, 但

是领导者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忽略下属的优

势识别、开发和使用, 为下属优势使用提供较少

的空间和机会(Hai & Park, 2024a)。作为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中的两个关键因素, 领导行为和组织管

理实践是否传达一致信号可能对团队过程和最终

团队输出产生重要影响(Kilroy et al., 2023)。因此, 

在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工作产出的影响效应

时, 有必要考察组织优势使用支持是否对领导优

势使用的有效性产生增益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 采

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李树文, 罗瑾琏, 

2020; Tsai et al., 2022), 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

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通过促进积极团队过程, 继

而提高团队承诺、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

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1)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

对积极团队过程的影响 

积极团队过程指团队成员基于优势的互动和

协作模式, 包括三个方面: 团队优势意识(团队对

成员优势的集体认知和识别; O’Leary-Kelly, 1998; 

van Woerkom et al., 2022)、团队优势信任(团队成

员在多大程度上有信心依靠其他团队成员的优势; 

Mayer et al., 1995; van Woerkom et al., 2022)以及

团队优势协作(即基于成员优势的任务分配和协

调; Lewis, 2003; van Woerkom et al., 2022)。这一

构念不仅能够较好地反映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运

作的影响过程, 而且与团队效能(如, 团队完成绩

效目标的质量与时间等)密切相关(Meyers et al., 

2023)。 

当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在较高

水平处于一致时, 所有团队成员从领导者和组织

管理系统获取到清晰且一致的信号(Hai & Park, 

2024a), 即, 成员可以在团队工作中积极发挥优

势以推动团队高效运作。在领导和组织对优势使

用协同一致的支持下, 团队成员更有可能主动识

别和发现团队中存在的优势(团队优势意识)、相互

信任和依赖彼此的优势(团队优势信任)以及在团

队任务分配和协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成员的优势

(团队优势协作), 从而有效推动积极团队过程。积

极团队过程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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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明确且强有力的支持, 以营造积极团队过程所

需要的公平、协作和信任的氛围, 最大化团队功

能, 避免团队成员间隐瞒优势资源、互相怀疑和

推诿等(Meyers et al., 2023)。与之相比, 当领导优

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在较低水平处于一致

时(即 , 低领导优势使用−低组织优势使用支持), 

团队成员更倾向于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较少关

注团队成员存在的优势和基于优势进行协作, 这

将不利于促进积极团队过程。 

当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水平不

一致时, 团队成员可能会从管理层收到矛盾的信

号, 即, 他们难以确定团队工作中的优势使用是

否被管理层一致认可或支持。已有研究发现, 领

导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传达不一致的信号会

破坏管理的有效性, 甚至引发成员认知失调、不

公平感与信任受损等负面效应(Marescaux et al., 

2019; Salas-Vallina et al., 2021)。尤为重要的是, 

不同类型的不一致可能产生非对称影响。当组织

层面明确倡导优势使用, 而直接领导者却未在日

常管理中体现相应行为时, 团队成员更容易将这

种不一致解读为管理层“口头支持而实际忽视”, 

从而削弱领导可信度并抑制基于优势的互动与协

作。相反, 如果领导本人积极推动优势使用, 即便

缺乏组织制度支持, 由于领导是团队中最具影响

力的行为标杆, 其亲身示范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团队的积极互动与协作, 尽管这种影响可

能难以扩大到整个组织。因此, 相较于“低领导优

势使用−高组织优势使用支持”的情况, “高领导优

势使用−低组织优势使用支持”的情况对积极团队

过程更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0a: 当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

支持水平一致时, 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

支持处于高水平上的一致比在低水平上的一致对

积极团队过程的影响作用更强。 

命题 10b: 当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

支持水平不一致时, 相较于“低领导优势使用−高

组织优势使用支持”, “高领导优势使用−低组织优

势使用支持”对积极团队过程的影响作用更强。 

(2)积极团队过程的中介效应 

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Antonakis et al., 2012; 

Tuncdogan et al., 2017),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由领

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水平一致性驱动

的积极团队过程会对团队承诺、团队任务绩效和

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在领导优势使用和组

织优势使用支持的协同助推下, 团队工作中更有

可能涌现出积极团队过程, 成员更有动力主动识

别团队拥有的优势资源、构建基于优势的信任以

及在协作中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Meyers et al., 

2023)。这一过程有助于提高每一位成员的价值感

和归属感, 促进并维持团队承诺。同时, 积极团队

过程并非短暂性体验, 而是可以在团队日常互动

中被不断强化和内化, 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

和心理预期。员工在反复的优势使用和协作中 , 

会逐渐将这种积极体验视作团队对其长期投入的

信号, 进而提升对团队的情感依附和持续承诺。

因此, 由领导优势使用和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

性所激发的积极团队过程, 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提

升团队功能, 更可能通过反复强化优势互动模式, 

逐步塑造成员对团队的稳定心理依附, 从而在更

长时间跨度内(如半年后)持续影响团队承诺。 

其次, 团队成员发挥彼此优势积极协作, 能

够将成员的个体优势聚合为集体优势, 推动团队

克服工作中的困难、高效完成任务目标并取得更

高质量的绩效产出(佘卓霖 等, 2021; Meyers et al., 

2023)。最后, 在积极团队过程中, 团队成员基于

优势进行紧密的合作和配合, 这不仅能够引导成

员投入更多的认知和情感等优势资源到工作之中

(魏昕, 张志学, 2018), 而且有利于团队内的信息

交换、知识整合和创造性想法的生成 (周空  等 , 

2023; Meyers et al., 2023), 最终提高团队创新绩

效。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1a: 积极团队过程在领导优势使用和

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与团队承诺之间起中

介作用。 

命题 11b: 积极团队过程在领导优势使用和

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与半年后的团队承诺之

间起中介作用。 

命题 11c: 积极团队过程在领导优势使用和

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与团队任务绩效之间起

中介作用。 

命题 11d: 积极团队过程在领导优势使用和

组织优势使用支持一致性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

中介作用。 

3.3.2  领导优势使用对个体层面工作产出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领导不仅在组织战略方向的调整和组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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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深刻影响着下属的

工作行为和绩效产出(李超平, 毛凯贤, 2018; 林

新奇 等, 2022)。根据领导力过程模型(Antonakis 

et al., 2012; Tuncdogan et al., 2017), 领导优势使

用对追随者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过程会受到各种内

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信息化、数字化经济时代背

景下,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驱使产业转型升级和

企业结构变革, 同时也引发传统的工作方式、业

务模式和工作岗位等发生重大变化(史燕伟  等 , 

2023; 谢小云 等, 2021)。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动态

性的工作环境下, 员工可能对职业生涯发展的可

持续性和稳定性产生担忧, 继而改变其工作态度

和行为(Spurk et al., 2022)。然而, 现有文献在探讨

领导力过程模型时更多地关注下属特质和价值观

等的边界条件作用(Tuncdogan et al., 2017), 忽略

了下属对外部工作环境的感知和对自身职业发展

的态度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鉴于此, 本研究提

出, 职业不安全感(career insecurity)和职业未来时

间洞察力(career future time perspective)可能是新

经济时代背景下影响领导优势使用有效性的关键

因素。综上,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过程模型, 以追随

者视角为中心, 探讨领导优势使用对下属组织承

诺、下属任务绩效和下属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 

以及职业不安全感和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的调节

效应。理论模型如图 5 所示。 

(1)领导优势使用和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及其

后效 

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 (Job crafting toward 

strengths)指员工依据自身优势, 对其工作任务、

角色和关系做出的主动调整和改变(Kooij et al., 

2017)。这一构念反映了个体自下而上主动改进和

设计工作的行为, 整合了工作重塑和个体优势使

用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是积极组织行为学蓬勃发

展过程中涌现的新思想, 对个体和组织的可持续

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Zhang et al., 2021)。相关文

献发现, 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受到领导风格的影

响, 且有助于提高个体与工作的匹配度、工作活

力与工作绩效等(Kooij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1), 可能是领导优势使用影响下属产出的关键

内在机制。一方面, 领导优势使用能够帮助下属

更好地识别和开发优势才能(Wang et al., 2023), 

为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提供组织资源支持 , 

以提高工作投入和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领导优

势使用可以按照下属的优势才能分配具体的任务, 

引导下属依据自身优势去改进和优化工作流程

(van Woerkom et al., 2024), 从而促进任务目标的

实现。因此,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2: 领导优势使用与下属基于优势的工

作重塑呈正相关的关系。 

领导优势使用能够为下属优势发挥构建支持

型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下属更有可能根据自

身优势主动调整固有的工作模式、角色或关系 , 

从而提升人−工作匹配度 , 体验更深层次的工作

意义感(田喜洲, 刘美玲, 2017)。因此, 基于优势

的工作重塑能够提高下属对所在组织的认同和投

入, 形成更高水平的组织承诺, 同时也对长期组

织承诺产生积极影响。其次, 基于优势的工作重

塑驱使下属在执行任务或履行职责时充分利用自

身的知识经验和优势才能, 为下属带来丰富的个

体资源(如, 工作活力和积极情绪等)和工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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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积极反馈和职业发展机会等), 帮助下属高

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目标(田喜洲 , 刘美玲 , 

2017), 进而创造出色的任务绩效。此外, 基于优

势的工作重塑能够带来深层次的愉悦、投入感和

满足感(Zhang et al., 2021), 让下属体验到积极

的、充满能量和激情的工作状态, 这是引发创造

力和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Hughes et al., 

2018)。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3a: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

的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属组织承诺。 

命题 13b: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

的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半年后的下属

组织承诺。 

命题 13c: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

的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属任务绩效。 

命题 13d: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

的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正向影响下属创新绩效。 

(2)职业不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职业不安全感指个体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所感知到的威胁 (Spurk et al., 

2022)。区别于工作不安全感, 职业不安全感关注

的是个体对更宽广的职业发展 (如 , 职业发展机

会、职业可持续性和退休等)的威胁感知, 与基于

优势的工作重塑策略密切相关。已有学者指出 , 

在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下, 员工更有可能主动调整

工作模式、角色和关系, 以降低不确定性, 提高对

环境的适应力以及自身需求、优势等与环境的匹

配度(Pletneva, 2023)。因此, 本研究认为职业不安

全感可以加强领导优势使用对下属基于优势的工

作重塑的促进作用, 进而增强下属的组织承诺、

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领导优势使用为下属基于

优势的工作重塑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 而职业

不安全感这一环境线索能够激活下属进行工作重

塑的动机, 驱使下属利用自身优势增强核心竞争

力和提高对职业生涯发展的掌控力。 

命题 14a: 下属的职业不安全感正向调节领

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下

属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命题 14b: 下属的职业不安全感正向调节领

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半

年后的下属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命题 14c: 下属的职业不安全感正向调节领

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下

属任务绩效的中介效应。 

命题 14d: 下属的职业不安全感正向调节领

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下

属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3)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的调节作用 

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重

视未来的职业、期待职业成功的机会并相信当前

的行为活动与未来职业发展互相关联(Park et al., 

2021)。该概念描述了个体对未来职业生涯的知

觉、期望和行动倾向, 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当下的

行为模式、应对策略和目标选择等。研究发现, 职

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的个体通常会对未来职业

持开放态度, 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来促进未

来职业目标的实现(Hai & Park, 2024b; Taneva & 

Peng, 2023)。因此, 本研究认为, 面对领导优势使

用, 高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下属更可能主动开

展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 继而提高其组织承诺、

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在领导树立优势榜样、激

发下属优势使用以及根据下属优势分配工作任务

后, 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的下属更有可能关

注到优势的核心价值以及工作重塑会给职业发展

带来的长远影响, 因而激发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

重塑, 进而导致下属组织承诺、任务绩效和创新

绩效的提高。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5a: 下属的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调节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

下属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命题 15b: 下属的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调节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

半年后的下属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命题 15c: 下属的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调节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

下属任务绩效的中介效应。 

命题 15d: 下属的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调节

领导优势使用通过下属基于优势的工作重塑影响

下属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4  理论构建与创新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

背景下, 企业为寻求生存与发展, 正在重塑其内

部结构与管理模式。传统以“补短”为导向的管理

模式已难以充分激发人才潜能, 而基于优势的领

导实践则显现出巨大潜力(Breevaart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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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既有关于领导优势使用的研究尚处于发展

阶段, 其内涵结构有待深化, 动力机制亟待揭示, 

多层次影响后效更需系统检验。为弥补这些关键

缺口, 本研究拟对领导优势使用开展一项系统性

的探索, 预期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核心理论贡献:  

首先, 本研究为深入理解领导优势使用的本

土内涵与结构提供新颖的理论视角, 对领导优势

使用的动态复杂过程贡献独特见解。为突破以往

领导优势使用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 (Breevaart 

et al., 2025), 本研究扎根于我国组织情境并结合

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工作模式的新变化, 采用定性

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范式, 从领导力社会建构理

论的视角出发(DeRue & Ashford, 2010; Fairhurst & 

Grant, 2010), 挖掘领导优势使用的独特内涵、结

构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

化对本土领导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理解, 对领导优

势使用这一新研究领域做出重要理论补充和拓展, 

而且为东方文化情境下领导优势使用的深入探究

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贡献新见解。 

其次, 本研究系统地探讨领导优势使用的动

力机制, 揭示领导优势使用的前因组态及动态增

益效应, 率先构建领导优势使用驱动因素的理论

体系。已有研究聚焦于个人主动性和组织支持对

个人优势使用的影响 (Chen et al., 2021; van 

Woerkom et al., 2016), 而对领导优势使用涌现、

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探讨极为匮乏, 难以满足领导

力开发和人才管理实践创新的现实需求。为了有

效解决“如何在组织中培养、促进和维持领导优势

使用”这一实践难题 , 本研究一方面创新性地引

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系统与整体的视角探

索组织、领导者和追随者多层面因素对领导优势

使用的组态效应, 另一方面结合经验取样法揭示

领导优势使用的动态增益过程, 从而弥补领导优

势使用动力机制的研究缺口, 把握住领导力研究

的一大前沿方向, 同时也为领导优势使用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 

最后, 探索领导优势使用对团队和个体工作

产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构建领导优势使用

的多层次影响后效理论框架, 有力拓展领导优势

使用的有效性研究。本研究从以往领导优势使用

影响后效研究在视角和层级等方面的局限入手 , 

引入领导力过程模型, 阐释领导优势使用是如何

通过不同的路径对团队和追随者层面的承诺水

平、任务绩效及创新绩效表现产生影响; 与此同

时 , 本研究将内外部因素 (如 , 组织优势使用支

持、职业不安全感和职业未来时间洞察力等)对领

导优势使用有效性的影响纳入理论框架, 从而丰

富和拓宽学者对领导优势使用在组织内的影响作

用、影响过程和影响情境的理解。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研究结果可

为组织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 如何有效培养

领导者优势使用、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提供理论

指引与管理启示。具体而言, 本项目开发的领导

优势使用测量工具, 能够为组织的人才选拔与评

估提供科学依据; 所揭示的领导优势使用驱动机

制, 可为设计高效的领导力发展项目与干预措施

指明方向。同时, 通过阐明领导优势使用对“留住

人才”与“用好人才”的关键作用, 本研究有助于推

动组织将管理重心从“补短板”转向“扬长处”, 进

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人才保留与激励策略, 为构

建人岗匹配、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提供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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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of intensifying talent competition and rapi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rganizations need 

leadership approaches that can better identify, mobilize, and retain human strength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failed to comprehensively clarif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leader strengths use,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nd has yet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ts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beyond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leader strengths 

use and examine its antecedents and multilevel outcomes. First, drawing o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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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we delineate the construct of leader strengths use and develop a measure with demonstrate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 then examine how configur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 and follower-level factors give rise 

to leader strengths use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reby providing a 

multilevel account of its antecedents. Using an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we further examine the 

dynamic process through which leader strengths use enhances motivation and promotes subsequent strengths 

use over time. Building on the leadership process model, we examine how leader strengths use shapes job 

performance at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eam levels and identify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Collectively, this 

research advances theorizing on leader strengths use, extends indigenous leadership literature, and offers an 

integrate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eader strengths use in organizations. 

Keywords: leader strengths us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theory, positive team processes, tal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